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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生命周期、家庭结构与汇款决策
——基于京津冀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多案例分析

徐立成
（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伴随着由“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社会转型，进城务工人员的汇款行为也呈现出汇款形式多样化但汇款

意愿降低的新特征。基于国际迁移人口汇款行为的经典理论，难以完全解释中国语境下进城务工人员的汇款行为选择。

研究基于京津冀地区四座城市的实地调查，从“个体生命周期—家庭结构”交互的视角，构建一个更为贴切的本土化分

析框架。研究发现，除了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和共同保险三类经典动机之外，感恩回馈、预防性储蓄与随迁支持也是中

国语境下进城务工人员常见的汇款动因。基于此，提出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切实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益、推

出面向进城务工者的汇款软件、继续推进县域发展与“就地城镇化”等四项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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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土、出村并在城市

定居，传统的“乡土中国”已经逐渐转型成为

“城乡中国”［1⁃2］。在当前的城乡中国阶段，乡村

人口不再占绝大多数，农民生产也不再以土地产

出为主，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化，社会生活也已经

高度流动［3⁃4］。①在农村家庭的各项收入来源中，

转移性收入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国家统计局

公布的数据，2024 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为 23 119 元，其中转移性收入占 4895 元，占

比约为 21%②。在农村家庭的各类转移性收入中，

来自进城务工人员的汇款扮演着关键角色，因此

吸引了学界的广泛关注［5⁃10］。

与社会转型相呼应，进城务工人员的汇款行

为选择也在发生着变化。从汇款方式来看，随着

近年来国内移动支付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进

城务工人员的汇款方式也更加多样化，传统的现

金携带、电汇、柜面转账等方式逐步被手机银

行、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等新兴的移动支付渠道所

取代，汇款的便捷程度显著提高。部分进城务工

人员中通过上述这些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兴移动

①    1990 年 7 月，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结果显

示，当年的全国总人口约为 11.6 亿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

约 3 亿人，其中大约只有 3000 万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

在全国城市人口中所占比例不足十分之一。而国家统计

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显示，到 2024 年末，这一数字增长到约 1.79 亿。

②    关于 2024 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

以及相关统计数据的详细说明，可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 .
（2025⁃01⁃17）[2025⁃08⁃12]https://www.stats.gov.cn/xxgk/
sjfb/zxfb2020/202501/t20250117_1958325. html. 2025 年 1
月 17 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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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方式，以一定的频率 （每季度、每月或者更

频繁） 向各自的留守家庭成员汇款；而另一部分

进城务工人员则依然遵循最传统的做法，等到农

历新年或其他长假前夕将大半年的积蓄随身携带

回老家，供全家人使用。

然而，汇款便利性的提升，却并未带来汇款

意愿的显著提升。事实上，“农二代”相比“农

一代”，汇款意愿和汇款比例都有所降低［2］。这

种变化部分源于新一代进城务工人员的个人因

素。已有研究表明，有回流意愿的农民工的汇款

金额普遍高于无回流意愿的农民工［6，11⁃13］。此外，

新一代进城务工人员的汇款行为也会受到来自外

部的制度性和体系性因素的影响，比如务工地生

活成本的提高［12］、经济周期性波动或者特定的外

生冲击事件带来的城市工作稳定性降低［9］，以及

农村家庭生计模式的转变、家庭中在农村长期居

住人口的减少［6］，都有可能导致汇款意愿的降低

和汇款金额的减少。当然，也有父辈家庭成员体

恤子代在城市里务工与生活的不易，因而主动提

出不需要子代向他们汇款。部分已达退休年龄的

“农一代”，可能选择“退而不休”，宁愿进行自

我剥削式务工，也不愿给其后代增加压力［14］。从

汇款用途来看，赡养老人、子女教育、日常家

用、储蓄、住房和医疗等大额支出是常见的几

种。从 2018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CHIP） 数据

来看，在全部受访者中，超过 75% 的进城务工人

员都将赡养老人作为汇款最主要的用途①。

上述关于中国进城务工人员向家庭汇款方式

的变迁、汇款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讨论，都体现

中国语境下迁移人口的汇款行为决策的独特性。

这种独特性并不能被西方学者基于国际移民汇款

行为提出的经典学说完全解释，由此形成一个理

论层面的瓶颈。国内较早的研究指出，中国家庭

内部存在一种天然的利他主义，农民工的汇款行

为并不是依靠和家人的某种契约或协议来约束

的，而是更近似于一种自发的存款行为，即将打

工的收入盈余存起来以提高整个家庭的经济福

利［5］。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判断也不再能完全

反映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因此，需要在当前社

会转型的背景下，建构适合中国国情、基于农村

家庭决策的进城务工人员汇款行为选择与调整的

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基于多案例的讨论，研

究也为进城务工人员的多样化汇款动机提供现实

依据。

研究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

基于中国的现实情况，提出一个较为全面的分析

进城务工人员汇款行为的研究框架，明确感恩回

馈、预防性储蓄以及为留守人员随迁提供支持也

是中国语境下进城务工人员常见的汇款动因。其

次，在汇款动机逐渐发生改变的背景下，提供来

自实地调查的八个典型案例，并结合“个体生命

周期—家庭结构”的交互视角进行详细分析。最

后，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从宏观、中

观和微观等不同维度出发，提出针对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以及提升留守人员生活质量切实可行的

政策建议。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从全球的历史经验来看，劳动力由农业流向

工业和服务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客

观规律［15⁃16］。在发展中国家，外出务工人员向留

守家庭成员提供的汇款，满足其生产、生活的需

要，缓解农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发挥重要的减

贫作用［17］。在中国的语境下，早期的小范围抽样

调查数据显示，将自己收入的 40% 以上汇给留守

家庭成员的人数占城市农民工总数的一半［5］。另

外，基于 CHIP 2007 （RUMiC 2008） 家庭调查

数据的测算结果显示，汇款约占农村家庭总收入

的 21%，占迁移人口家庭总收入的 43% ［18］。由

此可见，汇款对于农村家庭的生计而言至关重

要。研究从一般意义上迁移人口的汇款动因以及

中国语境下进城务工人员的汇款行为选择两方面

对现有研究进行综述，并据此提出研究框架。

（（一一）） 理论基础理论基础　　

基于国际移民的汇款行为，已有文献提出迁

移人口汇款动机的三种经典理论，即利他主义理

论 （altruism theory）、利己主义理论 （egoism the⁃
ory） 和共同保险理论 （co⁃insurance theory）。首

先，利他主义理论认为，迁移人口的汇款主要源

①    在 CHIP 2018 数据中，共有 1645 位受访的进城务

工人员报告自己在过去的一年中曾向家中汇款。关于汇

款最主要的用途，其中 1244 位受访者选择赡养老人，而 208
位受访者选择日常家用，另外的受访者选择子女教育、积

蓄备用、购房、医疗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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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对留守家庭成员经济状况的关心，体现迁移

人口的利他主义精神和家庭责任感［19］。因此，当

家庭中有更多老人或孩子时，一般可以观察到更

高金额的汇款［20］。但与此同时，当家庭中的迁移

人口越多的时候，通常也能观察到人均汇款金额

的降低［21］。随着时间的推移，纯粹出于利他主义

的汇款金额一般会逐渐降低［22］。除此之外，当迁

移人员在务工地的工资收入上升时，出于利他主

义动机的汇款金额通常会提高［23］。第二，利己主

义理论认为，完全的利他主义行为是不存在的，

自身经济效用最大化才是迁移人口汇款的决定性

因素［19］。在现有相关文献中，利己主义有时也被

称为“非纯粹的利他主义”（impure altruism）。对

迁移人员来说，可以通过汇款行为来获得特定的

私人福利［24⁃25］。具体来说，迁移人员汇款的一种

可能是为将来返乡以及继承家产做准备［26］。在中

国语境下，已有研究指出，外出务工人员的汇款

是为了向留守家庭成员购买服务或保持其在老家

的经济社会地位［11］。因此，这类汇款行为可以被

视作一种“自我保险”（self⁃insurance）［27］。第三，

共同保险理论的核心观点则是将汇款视为迁移者

与其家庭成员共同达成的一项协议，协议的双方

彼此充当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角色，而协议的目

的 是 保 障 双 方 的 利 益 以 及 家 庭 整 体 的 经 济 安

全［19⁃20］。也有研究将这种协议描述为一种家庭借

贷安排［28］，或是跨期资源交换［26，29］。相关实证

研究发现，当留守家庭成员经历经济或财务方面

的外生冲击时，不论是传统农业地区遭遇的旱

灾［30］、降雨量变化［31⁃32］，还是由风俗仪式或社交

活动导致的大额支出［33⁃34］，外出务工人员的汇款

金额一般会显著提高。

上述三类关于汇款动机的经典理论对中国的

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解释力。首先，迁移人员在城

市务工的年收入与汇款金额显著正相关［35］，这对

应于利己主义理论。其次，迁移人员的汇款金

额，还显著受到其回流意愿、继承家业或养老需

求的正向影响［36］，这对应于利他主义理论。最

后，家庭成员在老家获得的土地收入显著降低迁

移人员的汇款金额［37］，这对应于共同保险理论。

但是，在上述经典动机之外，进城务工人员的汇

款行为也会受某些制度性或体系性因素的影响，

比如乡村“空心化”［6］、务工地生活成本［12］、经

济周期性波动或者特定的外生冲击事件导致的城

市工作稳定性降低［9］，等等。

总体而言，在中国的语境下，仍然缺乏一个

较为全面的分析进城务工人员汇款行为的研究框

架，而且已有研究的经验证据相对较为陈旧。在

社会转型以及移动支付普及的背景下，进城务工

人员的汇款行为也发生一系列变化。随着各项农

村改革的开展，农村家庭收入来源多样化，很多

留 守 家 庭 成 员 有 能 力 反 向 资 助 进 城 务 工 人

员［38⁃39］，缓解“农二代”群体市民化的经济压

力。此外，进城务工人员的汇款正在由一种“义

务式的存款行为”［5］ 逐渐转变为自发式的感恩回

馈和生计支持行为，务工者的汇款动因也越来越

多样化，务工人员的汇款行为选择呈现出一系列

新 特 征 ， 需 要 结 合 最 新 的 经 验 证 据 进 行 深 入

探究。

（（二二）） 研究框架研究框架　　

在中国的语境下，进城务工人员的汇款决策

过程具有较强异质性，汇款动机也不止于利己主

义、利他主义和共同保险三类。研究以关于迁移

人口汇款动因的这三类经典理论为基础，结合城

乡中国阶段的社会特征，综合考虑务工人员的市

民化意愿、家庭结构、生计模式选择和家庭内部

劳动力分配情况［40］，提出适合中国语境的进城务

工人员汇款行为选择与动因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对于中国语境下的进城务工人员来说，其汇

款动机除了现有文献讨论的利他主义、利己主义

和共同保险三类经典理论之外，至少还有对家人

的随迁支持、预防性储蓄和感恩回馈三类动机。

由于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庭情况的异质性，首先

需要明确务工人员是否为家庭主要劳动力。如果

务工人员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核心家庭成员都

已完成随迁、共同在城镇居住，而且农村老家也

没有需要照顾的其他家庭成员，那么务工人员自

然没有汇款的动机和必要。如果有家庭成员仍在

农村居住，且有计划让留守人员随迁，则务工人

员的汇款大概率是基于随迁支持的动机。如果留

守人员无随迁计划，且生活开支并不需要进城务

工人员支持，则务工人员的汇款大概率是基于预

防性储蓄动机。反之，如果留守家庭成员确实在

生活上有需要，而且是较为突然的大额支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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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对应的务工人员汇款很可能是基于共同保险

动机。如果相对于日常支出而言金额并不大，则

很可能是出于感恩回馈动机。

另一方面，如果进城务工人员并不是家庭的

主要经济来源，其汇款动机则有一些区别。如果

务工人员短期内有返乡计划，而且家中有重要的

产业或土地、房产等资产，或是务工人员年事已

高，有回乡养老的需求，则此种情况下的汇款行

为很可能是出于利己主义或“自我保险”动机。

反之，如果家中并无重要资产、迁移者也暂无养

老需求，则汇款行为主要是出于对留守家庭成员

朴素的利他主义。另外，如果进城务工人员和留

守家庭成员有口头、书面或其他非正式协议，约

定在务工人员外出时家里人提供初始的迁移资金

及人脉方面的支持，相应地，务工人员在城镇领

到工资后寄回家里固定金额或比例贴补家用，则

是典型的基于共同保险、风险分担机制的汇款行

为。最后，如果进城务工人员并未获得家里的支

持，但凭借自身努力，获得不错的收入，且在迁

移和失业时获得家庭的经济支持，则这种情况下

的务工人员汇款很可能是出于感恩回馈动机。反

之，如果并没有获得家中的支持，则务工人员的

汇款行为的出发点可能是两类动机：其一，如果

汇款金额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少，或者随家庭外

出务工人数增加而降低，则大概率是基于朴素的

利他主义动机；其二，如果汇款金额并未随时间

减少，也不受家庭外出务工人数的影响，那么也

很可能是基于共同保险、风险分担的动机。当

然，如果家庭成员接受汇款的意愿较低，也可能

影响务工人员的汇款动机和行为。

这里提到的两类共同保险机制的主要区别在

于，进城务工人员是否为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

如果是，则共同保险主要表现为务工人员给家庭

应急性大额支出的支持。反之，如果进城务工人

员并非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则共同保险主要表

现为汇款的契约性质，即只要务工人员有正常收

入，就需要向家中定期汇款。为了以示区分，将

前者称为 I 类 （冲击响应型） 共同保险机制，而

将后者称为 II 类 （汇款契约型） 共同保险机制。

而无论是否是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进城务工人

员都可能出于感恩回馈的动机向留守成员汇款，

不做进一步区分。

当然，汇款动机是否能转化为实际的汇款行

为，一方面取决于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水平和工

作稳定性，另一方面也受家人接受汇款的意愿影

响。例如，如果家庭留守成员生活自足，体恤务

工人员外出打工的不易，也有可能选择不接受其

寄来的钱款。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这种“拒

收”行为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图 1　进城务工人员市民化意愿与汇款行为选择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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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与案例概况  

（（一一）） 研究设计研究设计　　

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论文的经验分析

基于多案例研究的方法展开，具体包括案例内分

析和交叉案例分析两个阶段。其中，案例内分析

通过聚焦每个案例的独特性，深入挖掘其内在机

制、复杂情境和动态过程。交叉案例分析通过横

向比较不同案例的异同，识别普遍规律与特殊情

境，验证理论的可推广性。两个阶段相互补充，

形成“深度描述+交叉验证”的双重保障，既避

免案例内分析因样本单一导致的外部效度不足，

又弥补交叉案例分析因深度有限而忽略的细节机

制，使结论更具说服力和学术价值［41］。论文采用

质性研究方法，旨在通过典型案例深入揭示汇款

行为背后的复杂动因、情境与逻辑机制，而非进

行总体性的统计推断。

论文的研究案例来源于田野调查。在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12 月期间，课题组在京津冀地区

选取北京、天津、石家庄、承德四座城市分别进

行实地调查，调查主要以一对一、面对面访谈的

形式展开，除去信息不完整、受访对象中途不配

合的情况，共收集到有效的访谈资料 58 份①。综

合考虑受访者年龄、家乡、所属行业、家庭结构

等特点，论文最终选取八个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分

析，其中每座城市各两个。这八个进城务工者案

例总体上涵盖从“60 后”到“90 后”的各个不同

年龄段，受教育程度从小学毕业到大学本科毕业

不等，同时覆盖论文分析框架中讨论的各类汇款

动机。除了总体上的代表性，这八个案例中的每

位受访者都具有较强的个体代表性，分别直观地

反映与其所属行业、教育水平、家庭结构以及所

处年龄阶段均非常类似的进城务工者个体在进行

汇款决策时的考量。

（（二二）） 典型案例概况典型案例概况　　

上述分析框架表明，如果进城务工人员是家

中的主要劳动力，则可能有随迁支持、预防性储

蓄、共同保险与感恩回馈等四类汇款动机。当

然，如果确实在老家已经无人需要照料，或者留

守家庭成员收入情况良好，日常生活并不需要额

外的经济支持，也可能出现务工人员无汇款动机

的情况。如果务工者的收入并非家中的主要经济

来源，则其汇款行为可能是基于利他主义、利己

主义以及共同保险等三类动机。课题组在北京、

天津、石家庄、承德四座城市实地调查收集的案

例，为上述分析框架提供现实的论据。本节展示

八位进城务工者的访谈案例，并做相关讨论，其

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在本研究选取的八个典型案例中，只有冯先

生 （案例编号：BJ-01） 不是家庭主要经济来

源，他也表露了无汇款动机。其他七个案例中，

受访者都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其汇款动机各

异。从务工地来看，实地调查选择的这四座城市

的落户难度也是与经济发展程度相对应的。其

中，天津的落户难度显著低于北京，早年还有购

房落户的政策。而河北两地的落户难度均低于天

津，其中承德的落户难度又低于作为省会的石家

①    在这四座城市中，北京和天津是直辖市，也是进

城务工人口大量输入的城市，石家庄是河北省会，同时选

取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承德作为对照。关于调研城

市的选择以及分层抽样的细节性过程，参见引文 [40]。

表 1　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庭基本情况

编号

BJ⁃01

HB⁃01

HB⁃02

TJ⁃01

TJ⁃02

HB⁃03

HB⁃04

BJ⁃02

受访者

冯先生

侯先生

马先生

王先生

戴女士

李先生

朱先生

李先生

年龄

28

32

23

44

35

55

63

41

家乡

河北 S 县

四川 D 市

宁夏 G 市

山东 N 县

安徽 Q 县

内蒙古 W 市

浙江 L 市

湖南 S 市

务工地

北京

石家庄

石家庄

天津

天津

承德

承德

北京

所属行业

图文快印

工程建设

电气装备

建材家装

建材家装

电气装备

工程建设

日用品

家庭人口数

3

2

4

5

6

4

4

4

汇款动因

无汇款动机

随迁支持

预防性储蓄

共同保险 （I）

感恩回馈

利他主义

利己主义

共同保险 （Ⅱ）

注：根据北京、天津、石家庄、承德四座城市的实地调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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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相应地，在天津和河北的外来务工者的市民

化意愿相对较强。从所属行业来看，建材和家装

类的务工者，经过多年在外务工的积累，经济条

件相对好于其他行业的从业者，有能力在务工地

购房定居，同时每年给家里提供数额可观的汇款

（案例编号：TJ-01、TJ-02）。除了所属行业之

外，汇款金额高低也与受访者年龄密切相关。处

于壮年的受访者务工经历较为丰富，工作能力更

加优异，且家庭相对稳定，一般有着更强的汇款

能力。相比之下，青年受访者的经济条件相对较

弱，汇款能力相对较弱。临近退休养老的务工

者，经济情况因人而异。后文首先提炼各个典型

案例的核心特征，并进行多案例对比分析，有助

于客观、全面地理解进城务工人员在市民化意愿

和汇款行为选择方面的异质性，以及根据所处的

不同年龄阶段调整汇款策略的可能性。

四、案例分析  

（（一一）） 案例内分析案例内分析：：个体年龄阶段个体年龄阶段、、家庭结家庭结

构与汇款行为特征构与汇款行为特征　　

基于第三部分的案例概况，本节首先提炼全

部典型案例的核心特征，进而分析各案例中的进

城务工者的汇款行为特征及其动因，相关信息如

下表 2 所示。

基于表 2 对八个典型案例核心特征的归纳，

进城务工者的汇款行为呈现出与其所处个体年龄

阶段及家庭结构紧密关联的复杂图景。年龄阶段

大致框定个人生命周期中的核心任务与经济重

心，而具体的家庭结构 （如婚姻状况、子女情

况、代际同住与否等） 则进一步细化其家庭角色

与责任，二者共同作用，形塑差异化的汇款动机

与行为模式。

从个体年龄阶段来看，青年期 （如 23 岁的马

先生、28 岁的冯先生） 务工者通常面临自身职业

起步与未来成家的双重压力，个人财力有限，其

汇款决策受到自身当期财务约束 （如房贷） 与对

未来大宗支出预期的显著影响。壮年期 （如 32 岁

至 44 岁的侯先生、王先生、戴女士、李先生） 是

家庭责任最为集中的阶段，汇款行为往往服务于

多维目标，包括支持配偶、赡养父母、抚育子女

以及应对家庭突发风险，汇款动机呈现出从单纯

经济支持到情感维系、风险分担乃至家庭发展战

略支撑的拓展。临近或进入老年期 （如 55 岁的李

先生、63 岁的朱先生），汇款行为则更多与代际

财富传递、自身养老安排相关联，体现出务工者

在个人生命周期后期对家庭关系与未来保障的长

远考量。

从家庭结构维度分析，家庭结构的差异直接

导致汇款对象、频率和性质的显著不同。对于处

于核心家庭形成或建设阶段的务工者 （如案例

HB-01 中的侯先生、案例 TJ-01 中的王先生），

汇款主要流向配偶或未成年子女，用于维持核心

家庭的运转、教育或应对风险，具有明确的“内

部抚育与支持”色彩。对于与原生家庭 （父母）

保持紧密联系的务工者 （如案例 TJ-02 中的戴

女士、案例 BJ-02 中的李先生、案例 TJ-01 中

的王先生），汇款则指向父母，用以履行赡养义

务、表达感恩或分担医疗等大额支出，体现代际

间的责任与反馈。而对于家庭结构相对简单或处

于过渡状态的务工者 （如案例 BJ-01 中的冯先

生、案例 HB-02 中的马先生），其汇款行为 （或

无汇款行为） 则更直接地反映个人财务规划与原

生家庭经济状况的互动，例如为未来组建家庭进

行预防性储蓄，或因自身压力大且父母无需支持

而暂不汇款。

总而言之，个体年龄阶段构成汇款行为变化

的“经度”，指示主要责任与目标的演进方向；

而家庭结构则构成“纬度”，刻画责任承担的具

体对象与关系网络。表 2 所呈现的“无汇款动机”

与其余各类不同的回款动因，正是在特定年龄阶

段与具体家庭结构交汇点上，务工者基于自身经

济能力、家庭需求及情感道德考量所做出的具体

决策结果。这初步表明，对汇款行为的理解需置

于“个体生命周期—家庭结构”的互动视角中进

行细致考察。

（（二二）） 交叉案例分析交叉案例分析：：汇款动因与汇款行为汇款动因与汇款行为

的代际差异的代际差异　　

在“个体生命周期—家庭结构”互动视角的

基础上，本节重点对八个案例进行交叉比较。依

据务工者年龄可将其划分为青年、壮年与老年三

个阶段，但同一阶段内部汇款行为的显著差异，

需通过家庭结构这一关键变量进行深入解析。这

揭示汇款决策并非由单一的年龄因素决定，而是

生命周期任务与家庭关系形态相互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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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典型案例汇款行为与动因核心特征

编号

BJ-01

HB-01

HB-02

TJ-01

TJ-02

HB-03

HB-04

BJ-02

受访者

冯先生

侯先生

马先生

王先生

戴女士

李先生

朱先生

李先生

年龄

28

32

23

44

35

55

63

41

汇款动因

无汇款动机

随迁支持

预防性储蓄

共同保险 （I）

感恩回馈

利他主义

利己主义

共同保险

（Ⅱ）

个人特征与汇款行为：细节性证据

1. 目前单身，2018 年通过朋友介绍，来京从事图文快印的工作，目前月收入 6000~7000 元

2. 几年前在老家购置了未来的婚房，每月需偿还房贷 4000 元，剩余收入仅能勉强维持生计

3. 由于生活压力较大，且父母在老家的收入尚可，因此其汇款意愿较低

1. 目前已婚，随光伏项目组工作，与妻子分居两地，妻子目前生活在老家四川 D 市某村

2. 每年给妻子的汇款约 5 万~6 万元，只要妻子开口说缺钱，就会给妻子打钱

3. 由于工作需要全国各地跑项目

4. 婚房购置在成都下辖的县城，给妻子的汇款，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妻子随迁的支持

1. 目前未婚，独自在外跟随施工队工作，父母留在家乡宁夏务农

2. 月收入 6000 元，吃住在工地开支较少，每月只留 500 元生活费，剩余全部汇给父母代管

3. 和留守老家的父母目前都没有大额的支出，为其将来结婚以及相关的购房等花销做准备

1. 2008 年来天津务工，目前在家具城开了一家建材经营部，自己当老板，和妻子育有一对

双胞胎女儿，一家在去年完成天津的积分落户

2. 每年给在老家生活的父母汇款约 1 万元，因为父母近几年生病需要做手术，还承担 6 万元

左右的手术费用

3. 由于老人不会使用移动支付，经常通过微信支付先把钱汇给老家信得过的朋友，再由这

些朋友取现金转交给父母

1. 与丈夫在老家相识，高中毕业后一起外出务工，从 2013 年起辗转京津冀三地，目前在天

津定居，经营木质家具店铺

2. 没有兄弟姐妹，老人想在家养老，不愿随迁

3. 留守老家的父母自己种菜，生活成本不高，农业收入能够满足基本的生活开支，但还是

会给父母提供生活补贴，每年大约汇款 1 万元，以表感恩

4. （之前） 留不了北京，退而求其次来到天津，为了孩子的上学、发展，必须在天津常住

1. 目前已婚，在全国各地做项目，每到一个地方大约会停留 1~2 个月，平均在外工作 7~8
个月回家一次，个人月收入 7000~8000 元；妻子在老家打工，月收入大概在 3000 元左右

2. 父母也在老家内蒙古 W 市某县生活，但是不和李先生的妻儿住在一起

3. 刚从家乡离开外出打工时，大儿子还在上高中，小女儿还在上小学，都和李先生的妻子

住在一起，那时每月会给妻子汇 2000 元出头

4. 2022 年李先生的大儿子结婚，他为儿子提供 50 万~60 万元现金作为买房的基金，如今大

儿子已经成家，在李先生的老家工作，不需要李先生每月提供资金支持

5. 目前李先生的小女儿在包头市读大学，每月李先生会给女儿 2000 元左右的生活费

1. 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工作，一开始是猪肉摊贩，后来跟着担任施工总管的亲戚一直从事建

筑行业长达十余年，去过几乎全国所有省份

2. 当前工作的月收入为一万多元，会不定期给妻儿汇去一些钱款，数额不多

3. 打工足迹遍布全国，但始终打算退休后返回老家浙江 L 市，从未考虑过在外地定居

1. 目前已婚，在北京某高校校内经营一家眼镜店，自 21 世纪初跟随亲戚来京务工后，二十

年来一直和妻子、女儿一同在北京租房居住

2. 父母都 60 多岁，并未随迁，而是在老家某乡镇居住并经营小卖部

3. 家里有红白喜事的时候，会直接通过微信转账或让父母代交的方式随份子钱；过完年离

开前会给双方父母一些礼物，并且根据自身经济状况，给两边父母留下一两千元现金

4. 和家里的经济联系并不强，基本也就是每年过年时给两边父母的红包、礼物，以及平日

里红白喜事的人情支出，总的汇款金额较为稳定；因此，这虽然不是书面的契约，但也算是

一种口头上的约定俗成

注：根据北京、天津、石家庄、承德四座城市的实地调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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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年单身阶段：家庭结构形态与财务策略

的分化　

同处青年单身阶段的冯先生 （BJ-01） 与马

先生 （HB-02），其汇款行为截然相反，根源在

于二人“核心家庭—原生家庭”的结构关系与财

务联结模式不同。冯先生已通过购房行为启动核

心家庭的物质建设，背负沉重房贷，其个人财务

与原生家庭高度独立 （父母收入尚可），形成

“强个人负担、弱代际依赖”的结构。因此，其

资源集中用于自身生存与债务清偿，汇款动机缺

失。马先生则处于核心家庭形成的准备阶段，其

个人开支极低，而将原生家庭 （父母） 视为可信

任的储蓄管理者和未来资源的保管者，形成“弱

个人负担、强代际委托”的结构。这使得“预防

性储蓄”动机得以通过汇款行为实现，汇款在此

成为连接个人现期收入与未来家庭建立需求的金

融纽带。

2.  壮年持家阶段：家庭责任组合与汇款功能

的多样化　

处于壮年持家阶段的四个案例，其共性是面

临多维家庭责任，但差异化的家庭结构塑造不同

的责任组合与汇款功能。侯先生 （HB-01） 的

核心家庭处于“分居”状态，汇款主要流向配

偶，其“随迁支持”动机服务于“夫妻团聚、家

庭地理整合”这一核心目标。王先生 （TJ-01）
的核心家庭已在城市稳定 （举家进城落户），但

其原生家庭 （父母） 仍留守并面临健康风险，其

汇款具有 I 类共同保险动机的特征，是对原生家

庭突发性大额支出的应急反应，体现代际风险分

担。戴女士 （TJ-02） 作为独女，其家庭结构特

点是核心家庭在城市、父母坚决留守，汇款兼具

情感性的“感恩回馈”与履行法定赡养义务的双

重属性。李先生 （BJ-02） 则展示另一种稳定形

态：父母经济独立，汇款以仪式性、定额式的人

情往来为主，构成Ⅱ类共同保险动机下的隐性契

约，其主要功能在于维系日常伦理关系而非提供

经济支持。可见，壮年阶段的汇款行为是其特定

家庭结构下，为实现家庭延续、风险化解、情感

维系等多重功能所采取的具体策略。

3.  退休养老阶段：家庭资源禀赋与养老逻辑

的差异化　

李先生 （HB-03） 与朱先生 （HB-04） 均

临近养老，但汇款行为背后的逻辑因家庭资源禀

赋与结构而异。李先生拥有较好的经济积累，且

子女处于婚育关键期 （大儿子刚结婚、小女儿在

读大学），其家庭结构要求他同时履行对配偶的

长期支持和对子代的财富向下转移责任。因此，

其持续、大额的利他主义汇款，实质是家庭财富

代际传递与投资下一代发展的集中体现。朱先生

的经济积累相对有限，其不定期的小额汇款行为

发生在与妻儿关系相对松散的结构背景下，带有

明显的策略性。利己主义动机下的汇款，可视为

一种为换取未来返乡后的生活照料与情感接纳而

进行的长期、低强度的“关系投资”，是其自我

保障规划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交叉案例分析表明，单纯的年龄

分组不足以解释汇款行为的复杂谱系。汇款动机

与行为的“代际差异”更准确地说是“个体生命

周期—家庭结构”组合差异的外显。同一生命周

期阶段内，不同的家庭结构 （如代际关系紧密

度、居住安排等） 导引出差异化的家庭功能目

标，进而需要不同的汇款模式来实现。因此，对

汇款行为的深入理解，必须将其置于务工者个体

发 展 与 家 庭 系 统 变 迁 的 双 重 动 态 进 程 中 进 行

考察。

（（三三）） 小结与讨论小结与讨论　　

基于前述案例内分析与交叉案例比较，研究

发现，进城务工人员的汇款行为无法被单一的经

典理论所完全解释，而是深植于“个人生命周期

—家庭结构”的动态交互框架之中。个体的年龄

阶段设定其主要的家庭任务与经济责任，而具体

的家庭结构 （如婚姻状况、代际关系、居住安

排） 则决定这些责任的对象、强度与实现方式，

二者共同塑造汇款决策的复杂动机谱系。

论文的案例首先印证利他主义、利己主义与

共同保险三类经典动因在中国情境下的存在与演

变。特别是，共同保险动机可依据家庭契约的显

性与否，进一步细化为应对突发风险的 I 类 （冲

击响应型） 与维系日常伦理的Ⅱ类 （汇款契约

型）。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识别出感恩回馈、预

防性储蓄与随迁支持等具有中国家庭文化与实践

特色的重要动因。这些动因往往与特定的“个体

生命周期—家庭结构”组合相绑定：例如，“感

恩回馈”多见于核心家庭稳定而父母留守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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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预防性储蓄”则与青年期、家庭储蓄功能

代际委托的结构相关联；“随迁支持”则是分居

家庭为实现未来空间整合的策略性汇款。

综上所述，进城务工人员的汇款行为是一个

多维度、策略性的家庭决策过程。它不仅是经济

资源的转移，更是实现家庭再生产、风险管控、

代际关系维系与家庭发展目标的综合工具。通过

引入“个体生命周期—家庭结构”的互动视角，

论文为理解汇款行为的异质性提供更具动态性与

解释力的分析框架，也表明未来的研究需进一步

关注家庭内部协商、生命周期事件冲击以及宏观

制度环境如何影响汇款这一微观决策机制。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社会转型

相呼应，进城务工人员的汇款行为选择也在发生

着变化。由移动支付普及所带来的汇款便利性的

提升，却并未导致汇款意愿的显著提升。事实

上，“农二代”相比“农一代”，汇款意愿和汇款

比例都有所降低［2］。在中国的语境下，进城务工

人员汇款行为决策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这种独特

性并不能被西方学者基于国际移民汇款行为提出

的经典学说完全解释。本研究首先回顾已有文献

论及的利他主义、利己主义和共同保险三类经典

汇款动机，并且对共同保险理论进行细化：将外

出务工人员对留守家庭成员的突发性大额支出需

求进行及时响应、为其提供经济支持归纳为 I 类
共同保险机制，将外出务工人员基于其和留守家

庭成员的契约或协议进行有规律且金额稳定的汇

款行为称为Ⅱ类共同保险机制。在上述三类经典

动机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提出，中国语境下

的进城务工人员向留守家庭成员汇款还可能出于

随迁支持、预防性储蓄和感恩回馈三类动机，进

而完善进城务工人员汇款行为的分析框架。此

外，在进城务工人员自身生活压力较大、留守成

员不需要生计支持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务工人

员无汇款动机和意愿的情况。基于上述分析框

架，论文结合京津冀地区四座城市实地调查中收

集的八个典型案例，对上述各类汇款动机以及无

汇款动机的情形进行案例内分析和交叉案例分

析。通过引入“个体生命周期—家庭结构”的互

动视角，论文的研究结果证实中国语境下进城务

工人员汇款动因的多样性，以及不同务工者在所

处年龄阶段和家庭结构差异的双重影响下呈现的

汇款行为选择异质性。当然，论文基于多案例分

析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有待更为精细的量化分析的

佐证，基于京津冀地区进城务工人员样本的研究

结论也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地区，这是论文的不足

之处。未来研究可参考经典理论对于利己主义、

利他主义、共同保险三类动机的度量，建构随迁

支持、预防性储蓄和感恩回馈三类动机的指标，

基于覆盖度更广的大样本调查数据、更为严谨的

因果识别等量化分析方法，检验这三类中国语境

下特定的进城务工人员汇款动因，从而检验并拓

展论文的研究发现。

基于前面的研究发现，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充分考虑进城

务工者的落户意愿，特别是对于在城市扎根多

年，有强烈市民化意愿的进城务工者，应保证其

有机会享受户籍制度改革的红利，而不是被改革

附带的苛刻条件一刀切地剥夺在城市落户定居的

可能性［42］。同时，应降低直系亲属的随迁门槛，

从而减少务工者核心家庭成员的随迁成本。其

次，要重视对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尤

其要加大力度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这不

仅对进城务工者个人至关重要，对其背后数以亿

计的农村家庭也意义重大。再次，现有的移动支

付渠道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应考虑推出专门面

向进城务工人员的汇款软件，或者简化现有软件

中繁杂的操作步骤，突出核心的汇款和支付保障

功能，既能便利务工者的日常汇款，也可以使农

村留守人员更容易地接收汇款。最后，应继续大

力发展县域和乡镇经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创

业平台，推动“就地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同

时，地方政府应为有意愿返乡就业和创业的进城

务工者提供充足的政策支持，吸引这部分劳动力

回流，为县域和乡镇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43］。由

此，一方面可以疏解大城市的人口和资源压力，

另一方面便利农村留守人员就近随迁，进而能更

好地促进县域和乡镇经济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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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 life cycle，  family structure，  and remittance decision⁃⁃making：  a multi⁃⁃case study of th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XU Lich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Business School，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from a "rural society" to a "rural⁃urban society"in China， the remittance behaviors of mi⁃
grant workers have exhibited new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fied remittance methods but a declining willingness to remit.  Addition⁃
ally， the classic theories on remittance behaviors among international migrants cannot fully explain the choices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This study， based on field survey in four cities in the Beijing ⁃ Tianjin ⁃ Hebei region， constructs a more contextually 
grounded analytical framework from the "individual life cycle⁃family structure" interactive perspective.  It reveals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three classic motivations of egoism， altruism， and co⁃insurance， gratitude， precautionary savings， and providing support for 
left⁃behind family members are also common motivations for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It also proposes four policy recommenda⁃
tions： further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effectively safeguard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
ests of migrant workers， introducing remittance software tailored for migrant workers， and continuing to promote county⁃level de⁃
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on the spot".
Keywords： Individual life cycle；Family structure；Remittance decision⁃making；Migrant workers；Multi⁃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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